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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与越剧的变迁》是英国
Ashgate公司于2015年出版的英国利兹大
学教授马海丽的研究成果，原著为英文，
书名为Urban Politics and Cultural Capital: 
The Case of Chinese Opera。本书以中国
戏剧为视角考察中国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其考察的重点对象是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
革以来上海越剧的变迁。

前言部分为全书论点的展开提供了
一个框架。在这里作者首先介绍了中国共
产党在1949年建国时期的理念，即推翻国
民党统治，创建一个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当
家作主的社会。这一理念在中国第一代领
导人毛泽东时期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得
到实现。接着作者将这一建国理念与“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第二代领
导人邓小平于1980年代提出的修正版建国
理念做了对比，指出在这一修正版建国理
念的旗帜下，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如何被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所取代，而且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有中国人的经济
生活如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艺
术和政治的关系正是通过分析1984年至今
的经济改革中上海越剧的变迁实例来进行
考察的。

本书的主体分为六章。第一章追溯
了越剧的历史。上海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县
的民间“落地唱书”。到十九世纪中叶，
这种民间说唱演变成了农闲时巡回演出的
农村草台。到十九世纪末，这种演员全部
为男性的即兴艺术进入了茶馆。全女性演
员的戏班子出现于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她
们继承了即兴演出的传统。在上海女工大
众戏迷的支持和江浙一带热爱越剧的大户
人家的赞助下，到1940年代全女子演员剧
团确立了越剧作为中国主要地方戏之一的
地位。那是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戏剧模
式，剧本不太重要，舞台上的演员和舞台
下的观众之间有直接的互动。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陆的所有剧团都
被国有化，各地的剧团无一例外都直接从
国家领取薪水。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解
放后由男女演员组成的上海越剧团就是这
众多国有化剧团之一。伴随着剧团国有化
的是从以演员为中心到以导演为中心的戏
剧模式的转变。在新的模式下，剧本成了
一台戏剧的起点和根本，也不再有演员与
观众的互动。

第二章分析了后毛时代上海越剧团
的经济改革。作者将这一改革分为两个阶
段。1984年至19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
此阶段上海越剧团开始实行财政上的自负
盈亏，故此一阶段又叫做“责任制”阶
段。在这一阶段里，剧团内部成立了一个
全女子剧团，专门上演解放前表现恋爱主
题的剧目。这一做法不仅为剧团带来丰厚
的 收 入 ， 也 为 越 剧 赢 得 了 极 大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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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段时间里
逐渐停止了国家发给剧团的工资以及国家
保证的上演一台戏所需的资金。

经济改革给上海越剧团带来了巨大
的变化。针对这些变化，第三章提出了越
剧到底是蜕变为党和国家的艺术还是依然
是人民的艺术的问题。经济改革以来，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中国共产党开始允许新近涌现的资本家入
党。这使共产党迫切感到，不仅需要繁荣
的经济，而且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和认同
感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中国经
济的空前增长，中国各地纷纷兴建了一批
豪华剧场。中国的戏剧也开始在各地的豪
华剧场上演。然而，由于自负盈亏制度，
上海越剧团无法支付在豪华剧场上演所需
的昂贵开支。这使该剧团淡出了文化中
心。这一时期中国各省市还主办了各种戏
剧比赛，而这些比赛的评委们看好的都是
剧场的豪华和场面的壮观，而不是艺术水
准的高低。这种情况使得上海越剧团的边
缘化雪上加霜。

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结果之一是中
国的急剧城镇化。第四章指出上海的城镇
化也导致了越剧的边缘化。1992年以来，
上海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国际大都会
和世界性金融中心。为了配合上海为自己
设计的这一形象，上海市政府敦促上海越
剧团将越剧改造成一种适合于在豪华剧场
上演的供上层社会欣赏的艺术。本书作者
认为这一过程使越剧遭到进一步的边缘
化：一方面，新的中产阶级既无经济实力
又无必要的文化教养来欣赏上层社会艺
术；另一方面，越剧传统的忠实粉丝
们——从毛时代的社会精英沦为现在“弱
势群体”的中老年女工们——根本没有能
力观看这些演出。至于亲手建造了这些豪
华场馆的农民工们，他们整个被排除在上
海的文化生化之外，成为“上海光鲜文化
名片上隐而不见的群体”（85页）。

就在越剧边缘化愈演愈烈之时，为
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由中央电视台
《梨园擂台》栏目联合上海、杭州和绍兴
电视传媒于2006年7月共同承办了《越女
争锋》。在这一系列电视挑战赛中，上海
越剧团突然赢得了不少人气。参赛《越女
争锋》的演员限于16-35岁的年轻专业越
剧女演员。第五章认为，越剧通过《越女
争锋》上涨的人气不过是年轻演员们出卖
女性拥有的象征性资产女性美以满足男性
观众的结果，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父权制占
统治地位的现实。

第六章用《越女争锋》电视挑战赛
的实例，考察媒体在越剧的上演和观众反
应中的作用。作者认为《越女争锋》使越
剧沦为廉价娱乐，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收
视率。与此同时，网络和社交网站则给予

以前无声无息的工薪阶层的越剧戏迷们
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使他们得以宣示
自己所在阶层的存在，并表达自己阶层
特有的文化感受性。作者预言，网络和
社交平台将会在城市化的中国帮助越剧
生存和发展。

本书对我们理解经济改革期中国的
戏剧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贡献。说它独
特是因为作者马海丽本人原是颇有名气
的专业越剧演员。她的这一背景给她的
叙述增添了一种其他人难以做到的内幕
感，比如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很多是她通
过自己在越剧和传媒界人脉进行的采访
而收集到的。作者的越剧生涯正好与中
国的经济改革同步。经济改革的深刻影
响不仅导致作者离开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的职业，而且在作者心中产生了一系列
关于越剧未来的疑问。本书正是作者寻
求上述疑问答案的结果。

当然，独特的视角本身并不能保证
一本书的价值。本书的价值在于，其通
过经济改革期的越剧来探讨艺术和政治
关系的主题，以及作者关于这一关系之
间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考察和论证。作
者首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念及
其后来的修正版，后来的章节则论证了
这两个理念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
的理解上的混乱是导致上海越剧团、越
剧以及中国所有戏剧和剧团问题的根
源。比如第二章追溯了中国戏剧演员社
会地位的演变：1949年以前被视为供人
取乐的“戏子”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
演员到了毛泽东时代摇身一变成为社会
上流。“一步登天成为新贵族，戏剧演
员们无不对党宣誓效忠，坚决拥护党的
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43页）。然
而，在经济改革期这种忠诚却导致了上
海越剧团领导层和积极推动经济改革的
艺术家们之间的冲突：在改革的第一阶
段，冲突在为贯彻自负盈亏“责任制”
而新成立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女子
剧团和上海越剧团领导之间产生。其原
因是剧团领导坚持改革必须以集体为单
位进行。很明显，领导层的意见反映了
视私有制为资本主义万恶之源的中国共
产党最初的建国理念。到了经济改革的
第二阶段，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旗帜下挣钱已经成了合法性的唯
一标准时，冲突产生于上海越剧团领导
层一方面日益依靠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剧团演出征收的创收费，一方面又对这
些剧团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掌控。

同样，由于中国共产党先后两个建
国理念的矛盾，上海越剧团发现越来越
难于同时满足江浙一带草根群众——越
剧传统上的支持群体——和一个繁荣统
一的中国的需求。要满足草根群众的需
要，就需要在不豪华的剧场以廉价票上
演传统剧目。然而那样在这个一切向钱
看的年代里上海越剧团就赚不到钱。而
如果要满足一个繁荣统一的中国的需
求，就需要响应政府的呼唤在富丽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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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剧院上演时髦或指定的剧目。那样
做首先需要政府大笔的支持，而大多数
时候上海越剧团没有得到这种支持。

共产党先后两个建国理念引起的混
乱，在为上海越剧团市场化鉴定的两个
评价中得到最好的体现。这两个评价分
别来自中国顶尖级专业戏剧评论家。从
本书的结论一章里，读者看到一个评价
是自下而上的，它盛赞上海越剧团在吸
引低收入草根观众方面做出的成绩；而
另一个评价则是自上而下，其衡量的唯
一标准是剧团的创收金额。在这里我们
看到了前者的“社会主义”和后者“有
中国特色”之间的分裂。

本书有几个薄弱之处。比如第五章
的主要论点是批判《越女争锋》系列电
视挑战赛反映的中国父权制占统治地位
的现实。既然本书的主题是政治与艺术
的关系，第五章不免显得偏离主题。再
比如，越剧《孔乙己》是根据鲁迅的短
篇小说《孔乙己》改编而成。作者将鲁
迅短篇小说的创作时间说成“1930年
代” （107页）。这是不对的，正确答案
是：《孔乙己》发表在1919年4月《新青
年》第六卷第四号，后编入小说集《呐
喊》。不过整体而言，《经济改革与越
剧的变迁》是作者的详尽研究结合她本
人亲身经历的劳作。作者带着深深困扰
自己的问题投入研究的态度尤其值得称
道，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研究现代中国
戏剧中艺术和政治关系及中国经济改革
对各方造成的影响的力作，对中国戏剧
以及现代中国感兴趣的学者和普通读者
定会从本书得到大大的收获。

（作者注：本文改订自作者发表于
Asian Theatre Journal Fall 2016的英文书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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